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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上海都市文化语境中的左翼文化思潮及其影响

■李洪华

上海是中国左翼文化产生的现实土壤和文化根基，左翼文化理应是上海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20世纪

30年代上海成为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心与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息息相关，更与上海的现代都市文化

语境密不可分。左翼文化运动在思想上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核心，积极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并对文学

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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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华( 1971— ) ，男，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南昌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

现当代文学及世界华文文学。 (江西南昌 330031 )

在现代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人们更多地把上海与

重商业的海派文化和亲西方的洋场文化联系在一起，常

常忽视它在文化和文学上的革命先锋“气质”，如鲁迅说

它“没海者近商”，是“商的帮闲”[1 ]; 周作人说它“以财色为

中心”，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 2 ] (P90 ); 沈从文则说它

染上了“玩票”和“白相”的脾气，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

卖”的结合 [3 ]。然而，重商亲洋的上海也具有硬性的政治文

化品格和革旧鼎新的革命先锋气质。上海是中国左翼文

化产生的现实土壤和文化根基，左翼文化也应该是上海

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兴起的左翼

文化运动给原本以商业性为内核的上海文化注入了鲜明

的政治性内涵和昂扬向上的活力，普罗文学一度成为创

作的热点、阅读的期待和出版的卖点，“无产阶级革命文

学运动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与运用，并在

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此后二三十年间文坛的面貌”[4 ] (P191 )。

一

30 年代上海成为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心，并非

空穴来风，这与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息息相关。从

国际政治形势来看，1917 年“十月革命”后，世界上建立

了第一个红色政权，为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带来了曙光。

20年代末至 30年代，随着前苏联两个“五年计划”的顺

利完成，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

却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这种鲜明的

对比刺激了国际左翼运动的高涨，一场无产阶级革命运

动浪潮席卷了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国，因而被称为“红色

的 30 年代”。在思想文化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

石的前苏联无产阶级文化 (主要是文学) 成为世界各国

进步知识分子热情拥抱的对象，这一情形对于近代以来

苦苦探寻民族出路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尤为显著。从

国内形式来看，此时的中国危机四伏、乱相丛生。大革命

以国共合作失败而告终，国民党独裁政府和反动军阀大

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白色

恐怖之中，社会各界郁积的政治焦虑亟须得到排解。另

外，国内民族资本在压抑中得到一定发展，无产阶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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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不断壮大，阶级矛盾日显突出; 而与此同时更为重要

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虎视眈眈，“九·一八”事变

后，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社会更加动荡不安，政治意识普

遍加强。这一切为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到来提供了必要

的政治文化基础和社会心理准备。

左翼文化运动在30年代的上海文化语境中占据文

化主潮的中心位置，更与上海得天独厚的政治、经济、文

化环境密不可分。上海由于租界的存在，形成了华洋分

治的政治格局。租界根据“自治”、“法治”、“安全”和“自

由”等西方民主精神，成立了以工部局为管理机构的市

政管理体系。作为“化外之地”的租界，享有“治外法权”，

不受中国政府管辖，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相对自由，

为左翼人士的文化活动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当年鲁

迅、瞿秋白、茅盾、夏衍、周扬、冯雪峰等左翼领导和大批

的左翼青年都居住在租界，而“左联”成立前的几次筹备

会都选择在租界北四川路的“公啡”咖啡店举行。上海自

开埠以来，经济得到持续发展，到30年代已达到黄金时

期。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产业经济也迅速发展起来。据

一份1902年至1911年的《海关报告》称:“近几年上海的

特征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以前它几乎只是一个贸易场

所，现在它成为一个大的制造中心。”[ 5 ] ( P158 )30年代，上海

已成为全国的工业中心。1933年，上海的工业资本总额

占全国40%，产值占全国 50%，工人占全国43% [6 ]。经济

的繁荣为左翼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产业工人队

伍的壮大为左翼文化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群众基础。上海

是“富人的天堂”，而广大工人阶级和底层市民仍然在贫

困的“上海屋檐下”挣扎。1929年至1934年上海市社会局

对随机抽样的上海各区各行业的305户工人家庭进行了

长达5年的跟踪调查，资料显示: 88%的工人家庭年均收

入400元，平均每户4． 6人，人均日收入0． 238元。其家庭

成员的消费结构如下: 食品53． 2% ，衣服7． 5% ，房租

8． 3%，燃料6． 4%，其他杂项24． 6% [7 ]。可见，工人家庭的

微薄收入绝大多数都用于生活必需品的开支，这些统计

还没剔除当时常见的失业因素和意外情况。事实上，20

年代末至30年代，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和战争的破

坏，上海的民族工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据统计，1932年

的“一·二八”事变中，上海全市工厂受到巨大损失者有

963家，损失金额6 000余万元; 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

中，上海5 525家工厂中有2 375家被毁，损失在8亿元以

上 [ 8 ] ( P513 )。资本家为了弥补经济损失，经常强迫工人延长

工作时间，增加劳动强度，降低工人工资，把危机转嫁到

工人身上，进一步加深了无产阶级的悲惨命运，加剧了

劳资双方的矛盾冲突。这一切都为左翼文化运动提供了

可资借镜的现实基础。

如果说上海特殊的政治环境为左翼文化运动提供

了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繁荣的城市经济和尖锐的阶级

矛盾为左翼文化运动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

础，那么自由开放、开拓创新的文化环境则直接为左翼

文化运动提供了文化思想资源。按照西方自由、民主精

神建立起来的租界市政管理体制给予了市民在言论、出

版、集会、结社等方面的一定自由，使得上海很快成为东

西文化交汇的前沿和中心。早在 19 世纪后期，上海就已

成为中国西学传播的最重要基地，国内仅有的三个官方

翻译机构，上海就占了两个，即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广

学会( 另一个是北京的京师同文馆)。据统计，仅 1843年

到 1898 年间“中国共出版各种西书 561 种，其中上海出

版的达 434 种，占 77． 4%。从质量上看，无论是自然科

学，应用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凡影响很大的，带有开创

意义的，几乎都是在上海出版的”[ 9 ] ( P923 )。而近代以来对

新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林纾翻译小说，在已发表的 162

种中就有 152种在上海出版，而且大多由商务印书馆刊

行。上海这种领风气之先的态势至 20世纪 30年代更为

突出，施蛰存说: “那时候，外国有了什么新书都能进

来。苏联进步文艺杂志在秘密书店里也可以买得到。我

们对外国文学的了解和吸收基本上是和他们文学发展

同步的。”[ 10 ]30 年代盛行的普罗文学正是被当作新兴文

学来接受的。翻译介绍的背后是新闻出版的长足发展。

自开埠以来，“上海因为得着机械的帮助，环境的优越，

人才的集中，俄而成为全国新闻纸的中心地了”[ 11 ] ( P279 )。

至 20 世纪 30年代，报刊、书籍的出版更是盛况空前。

1934年，茅盾在《所谓“杂志年”》中说:“目前全中国约有

各种性质的定期刊 300余种，内中倒有百分之八十出版

在上海。”[ 12 ]另据统计，近代上海有日报 129种 [11 ] ( P281 )，

晚报 23种，小报 190种，期刊 648种 [ 13 ] ( P176 － 220 )。而据王

云五统计，1927—1936 年全国出版新书 42 718种，占总

数的 65． 2%，而仅上海商务印书馆一家就独占 48% [14 ]

( P588 )。上海自由开放、开拓创新的文化精神气候，还鲜明

地体现在大量的社团活动尤其是进步文化社团的革命

活动上。早在晚清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就在

上海成立强学会，创办《强学报》、《时务报》，宣传维新变

法，倡导新学。1915 年陈独秀在上海群益书社创办《青年

杂志》( 后改名为《新青年》) ，拉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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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序幕。后虽移至北京，但 1920 年陈独秀又把它迁回上

海，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新

青年》一度成为党刊，1921 年中共第一次全国党代会在

上海召开，此后很长一段时期，上海成为中共中央的所

在地。可见，上海不仅是商业的中心，也是革命的摇篮。

如前所述，上海在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已成为全国名符

其实的文化中心，这一切都为左翼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不

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二

30 年代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是从 1928 年初无产

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开始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郭

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创造社前期成员和冯乃超、李初

梨、彭康、朱镜我等后期成员分别从广州和日本来到上

海。他们除了继续出版《创造月刊》外，又创办了更为激

进的《文化批判》。1928 年 2月，钱杏癥、蒋光慈、孟超、洪

灵菲、沈端先等在上海成立太阳社，出版《太阳月刊》。几

乎在同一时期，鲁迅、瞿秋白、茅盾、冯雪峰、潘汉年、周

扬等左翼文艺界领导和柔石、丁玲、胡也频、叶紫等进步

文学青年也先后来到上海。1928 年，激进的创造社和太

阳社成员深受当时前苏联“拉普”( 即“俄国无产阶级作

家联合会”) 和日本“纳普”( 即“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

盟”) 等左倾机械论以及中共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在

上海共同倡导“革命文学”，提出了无产阶级“普罗文学”

的口号，并对鲁迅、叶圣陶、茅盾、郁达夫等“五四”作家

展开了清算和批判。鲁迅、茅盾等人也与创造社和太阳

社诸人展开了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后来在中共中央

的领导和协调下，以上这些左翼作家停止论争、放弃前

嫌，并于 1930年在上海筹备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先

后出版《萌芽》、《拓荒者》、《北斗》、《世界文化》、《十字街

头》、《前哨》、《文学》、《文艺新闻》、《文学月报》等多种刊

物。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推动文艺大众化运

动，提倡普罗文学，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左翼文化运动，并

使之成为 30 年代上海乃至全国影响最大的文化思想主

潮。

左翼文化运动在思想上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

核心。1930年 2 月 16 日召开的“左联”最后一次筹备会

把“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及批评理论”作为今后

左联主要工作方针之一，因而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

著作，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一项

重要内容。20年代以来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引进主要来

自前苏联 ( 有时是借助日本再取道前苏联) ，“在左翼文

艺运动正式开始的时候，大约有 100种俄罗斯作品被译

成中文”[ 15 ]，重要的译著主要有鲁迅翻译的《文艺政策》

(瓦浪斯基等著 ) 、《艺术论》(普力汗诺夫著 ) ，瞿秋白编

译的《“现实”———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冯雪峰翻译

的《艺术与社会生活》( 蒲力汗诺夫著)、《文学及艺术底

意义——— 本勒芮绥夫司基底文学观》 (蒲力汗诺夫著 )、

《艺术社会学底任务及问题》(弗理契著 )，以及林伯修翻

译的《史的一元论》(普力汉诺夫著 )，毛腾翻译的《革命

与艺术之曲线的联系》(卢那察尔斯基著 ) ，沈端先翻译

的《伊里几的艺术观》(列裘耐夫著 ) 等。鲁迅、瞿秋白、冯

雪峰等左翼领导人对俄国初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

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沃洛夫斯基、伊可维支等人

著作，尤其是瞿秋白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译介，大大促

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宣传。与此同时，左联时期

还大量翻译出版了前苏联及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文学作

品，其中翻译最多、影响最大的是高尔基、法捷耶夫、绥

拉菲摩微支、肖洛霍夫等的早期无产阶级文学作品。“据

统计，自 1919年至 1949年，全国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书籍

约 1700 种，而左联时期翻译出版的就约 700 种，占

40%。”[ 4 ] ( P197 )这些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大大促

进了当时普罗文学的发展。

为了进一步扩大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把无产阶级

革命文学理论运用到创作实践中去，1931 年 11 月左联

执委会决议明确规定，“文学的大众化”是建设无产阶级

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的问题”[ 16 ]，并成立了大众工作

委员会，积极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30 年代左联在上

海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

提倡文艺思想内容、语言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大众化”。

瞿秋白从题材内容、语言形式和活动方式等各方面提出

了文艺大众化主张。他认为，“写一切题材，都要从无产

阶级观点去反映现实的人生”[ 17 ]，“普洛大众文艺最实际

的问题”，一是开展“俗话文学革命运动”，二是开展“街

头文学运动”，三是开展“工农通讯运动”，四是开展“自

我批评运动”[ 18 ]。鲁迅指出，“现今的急务”是“应该多有

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

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 19 ]。周扬则认为，

“文艺大众化”在形式上“要采取国际普罗文学的新的大

众形式”，在内容上要描写大众的斗争生活，作家应该成

为“实际斗争的积极参加者”[ 20 ]。茅盾指出:“我们的大众

化问题，简单地说，应该是两句话: 一是文艺大众化起

论上海都市文化语境中的左翼文化思潮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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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二是用各地大众的方言，大众的文艺形式(俗文学的

形式) 来写作品。”对于文艺之所以要“大众化”，茅盾认

为:“新文学作品的写法是从外国文艺名著学习来的，在

艺术上自然是进步的形式，但因其是进步的，所以文化

水准比较低落的大众就不很能理解。”[21 ]很明显，以上左

翼人士关于“文艺大众化”的思想主张实际上是结合 30

年代政治和文化的情势，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欧化倾

向所进行的一次反思和矫正，正如冯雪峰所说: “‘艺术

大众化’这口号的根本任务，是配合着整个政治和文化

的情势，在解决着现在很迫切的两个问题，一方面是迫

不及待的革命的大众政治宣传，一方面又是艺术向更高

阶段的发展。”[22 ] ( P130 )这样一来，左联要求“文艺家们必须

和工农大众相结合，汲取工农大众的思想情感，改造自

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使自己的作品从语

言到内容真正大众化，真实地反映工农大众的生活和斗

争，哀乐和希望，成为工农大众自己的发言人，自己的阶

级兄弟”[ 23 ] ( P942 )。左翼文艺大众化思想不仅在当时引起了

广泛的反响，也对此后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普罗文学为中心的左翼文化运动在文学观念上

明显地表露出政治化、工具化倾向。早在左联成立之前，

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在倡导“革命文学”时就明确提出，

“革命文学”的任务就是“反映阶级的实践和意欲”，只要

将革命的意图加以形象化，就可以“当作组织的革命的

工具去使用”[ 24 ]。初期的“革命文学”正如鲁迅、茅盾等人

所批评的那样，把文艺等同于政治宣传，“因为忽略艺术

本质而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标语口号化的路”[25 ] ( P79 )，在具

体创作中出现了标语口号式的宣传文体和“革命 +恋

爱”的公式化倾向，如蒋光慈、阳翰笙等人的创作。1930

年 8月，左联执委会通过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形

式及我们的任务》的决议，继续反映了“左”倾思想的激

进姿态。决议认为，“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是革命与战争

的时代。革命的元素积蓄又积蓄的使全世界成为一个热

度很高的火药库”，“左联这个文学的组织在领导中国无

产阶级文学运动上，不容许它是单纯的作家同业组合，

而应该是领导文学斗争的广大群众的组织”，“我们号召

左联全体盟员到工厂到农村到战线到社会的地下层中

去”[26 ]。很明显，这个左翼文学的决议如同一个革命的行

动纲领。事实上，左联除了文艺活动之外还组织从事了

游行示威、飞行集会、散发传单等革命活动，表现出组织

的严密性和集团化。当年左联大多数成员都加入了共产

党，在组织上直属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属的文委指导和管

辖，其 12 位发起人和 7 名常委中除鲁迅、郑伯奇外，其余

都是中共党员。对于左联的一些激进倾向，鲁迅、茅盾、

田汉、蒋光慈等人是不太赞成的。鲁迅早在左联成立时

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就提醒谨防过“左”倾

向。茅盾、田汉对于一些激进活动经常采取消极或回避

态度。茅盾说: “我不参加的原因是我不赞成这样的做

法。”[ 27 ] ( P52 ) 田汉因消极态度曾多次受到组织的严厉批

评，甚至被公开警告。蒋光慈对于党组织要求他抛弃自

己的见解，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决议，感到非常痛苦，最终

选择了退党。他对妻子吴似鸿说:“既然说我写作不算革

命工作，我退党。”[ 28 ] ( P78 )1930年 10月 20日，中共中央机

关报《红旗日报》公布了《没落的小资产阶级蒋光赤被开

除党籍》。这些都无不充分体现出左翼文化运动的政治

化倾向。

尽管左翼文化运动存在着政治化、集团化、工具化

和公式化等“左倾幼稚病”，但是它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仍然是切合时代脉搏、符合大众阅读期待的。研究资料

表明，30 年代左翼文学在读者市场风靡一时，当年许多

读者表达了对普罗文学的热爱和欣喜，如署名何俭美的

读者在给上海《新文艺》编者的信中说:“在目前这个时

代，不是无产阶级文学正高唱入云的时候么? 我以为贵

刊也应该顺应潮流给我们的读者介绍几篇普罗的作

品。”[29 ]一位 30 年代的读者回忆说:“一些出自革命作家

手笔的作品，在青年学生中简直风靡一时。”[ 30 ]鲁迅、茅

盾、蒋光慈等左翼作家的作品当时在上海十分热销。鲁

迅的《二心集》“出版后，得到读者欢迎，旋即告罄。同年

11月再版，又销售一空，翌年 1月又出第 3 版，8 月又出

第 4版”[ 31 ]。茅盾的《子夜》“出版后 3个月内，重版 4 次:

初版三千部，此后重版各五千部; 此在当时，实为少见”
[ 27 ] ( P122 )。蒋光慈的《冲出云围的月亮》“在出版的当年，就

重版 6次”[ 32 ]。诚如郁达夫当年所说，即使有些左翼文学

“虽系幼稚得很的作品，但一种新的革命气氛，却很有力

的逼上读者的心来”[ 33 ]。读者对左翼文学的喜爱导致了

它一度成为 30 年代出版市场的热点。30 年代初鲁迅在

给李秉中的信中说:“近颇流行无产文学，出版物不立此

为旗帜，世间便以为落伍。”[ 34 ] ( P255 )徐懋庸曾回忆说，30

年代“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大部分倾向马克思主义”，

“只要带点‘赤色’的书刊，却大受欢迎”，因此，“上海的

出版机构”不管其政治立场如何，都或多或少受到这种

阅读倾向驱导，纷纷出版进步书刊 [35 ] ( P64 )。由于读者和出

版市场的导向，许多作家包括一些小资产阶级作家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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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倾向普罗文学的创作。这时候，“普罗文学运动的巨

潮震撼了中国文坛，大多数作家，大概都是为了不甘落

伍的缘故，都‘转变了’”[ 36 ] ( P560 )，施蛰存、杜衡、戴望舒、穆

时英、徐癭等自由主义作家都在此前后转向“左翼”。左

翼文艺界对 30 年代文学创作的干预和影响，还通过一

系列论争和文艺批判来实现，诸如与“民族主义文学”、

新月派、论语派、“自由人”与“第三种人”以及“京派”等

的论争。在这一系列论争和文艺批判中，他们宣传了左

翼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主张，批判了一切非“左”包括小

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如三民主义文学论、人性论、幽默

论、自由论等。正是在以上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大

力宣传，对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大力推动，对“民族主义”

和自由主义文艺思想的大力批判中，左翼文化取得了 30

年代思想主潮的中心位置。

三

“尽管掌握着政权的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占

有绝对优势，但在思想文艺领域却未能形成具有影响力

与号召力的独立力量，在 30 年代决定着文学的基本面

貌的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其文学和民主主义、自由主

义作家的文学运动及其文学。”[ 4 ] ( P192 )随着社会空前的政

治化，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左

翼文化思潮的影响。因而，30年代大多数作家在创作的

主题倾向、题材选择、表现方法、结构安排和话语风格等

方面都深受左翼文化的影响。

如果说 20 年代文学创作的主题和题材主要是注重

个性解放的婚姻、爱情、家庭等“身边生活”，那么 30年

代则明显转向了注重社会解放的阶层、阶级、民族等“社

会生活”。左联执委会在 1931 年 11 月的决议《中国无产

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要求作家必须抛弃“身边琐

事”、“恋爱和革命的冲突”等题材，抓取反帝国主义题

材、反对军阀混战的题材、工人对资本家的斗争、描写农

村经济的动摇和变化等现实生活题材 [37 ]。从具体创作实

践来看，反帝抗日、劳资矛盾、农村和城市底层人们生活

等现实题材和主题的作品已确实成为 30 年代文学创作

的热点。茅盾从 20 年代反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幻

灭》、《动摇》、《追求》，转换到 30 年代创作《子夜》和“农

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 等“大规模地描写

中国社会现象”[ 38 ] ( P553 )。丁玲从 20年代反映梦珂、莎菲等

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个性解放转向 30 年代创作《水》、

《母亲》等，“取用了重要的巨大的现实题材”[ 39 ]，尤其是

《水》及时地反映了 1931 年波及全国十六省的特大水灾

所带来的灾难和农民的觉醒。一贯疏远政治的老舍也坦

言自己 30年代创作《黑白李》、《大明湖》和《月牙儿》、

《骆驼祥子》等作品时“受了革命文学理论的影响”，“积

极的描写受压迫的人”，甚至还“描写了共产党”[40 ]。不止

是左翼作家和民主主义作家如此，连向来信奉文艺自由

的施蛰存、杜衡、戴望舒、穆时英、徐癭等现代派作家也

在这一时期受到左翼文化的影响，开始关注起社会现

实，描写底层民众生活和无产阶级斗争，如施蛰存的

《追》、杜衡的《机器沉默的时候》、戴望舒的《我们的小母

亲》、穆时英的《咱们的世界》和徐癭的《旗帜》等。

在创作方法上，左联所强调的“富于革命意味的新

的现实主义”受到特别重视，“唯物辩证创作方法”得到

普遍推广，“二元对立”的阶级分析方法成为作品的主要

结构方式。1931 年丁玲小说《水》以不同以往的新形式震

动了当时的文坛。作者放弃了此前擅长的对“个人的心

理的分析”，而显示了“对于阶级斗争的正确的坚定理

解”，描写了农民的“集体行动”和“反抗群像”[ 39 ]。而此一

时期以茅盾为首，包括沙汀、吴组缃、叶紫等青年作家所

创作的社会剖析小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反映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对整个 20 世纪中国现实主

义小说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4 ] ( P294 － 295 )。尤其是茅盾的

《子夜》，以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在工厂、农村和债券市场

的拼搏和最终失败为线索，集中展示了二三十年代中国

城市与乡村的对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冲突、民族

资本家与买办资本家的矛盾等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二

元对立的阶级分析方法和资本家群像的集中展示是这

部长篇小说获取成功的重要因素。穆时英的《中国一九

三一》、杜衡的《再亮些》以及徐癭的《月亮》等，在取材、

构思和表现手法等方面都明显地受到茅盾《子夜》的影

响。在语言风格上，富于革命意味和大众口味的话语风

格，成为 30年代作家、评论家效仿和赞赏的对象。20年

代曾经提倡“诗是要暗示的，诗最忌说明”的穆木天在 30

年代宣称: “我们要用俗言俚语，/把这种矛盾写成民谣

小调鼓词儿歌，/我们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

我们自己也成为大众的一个。”[41 ]穆时英早期发表的《南

北极》因“文字技巧方面，作者是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

不仅从旧的小说中探求了新的比较大众化的简洁、明

快、有力的形式，也熟悉了无产者大众的独特为一般知

识分子所不熟悉的习语”[ 42 ]，一度“几乎被推为无产阶级

文学的优秀作品”，甚至被誉为“普罗文学之白眉”，“一

论上海都市文化语境中的左翼文化思潮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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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传诵，仿佛左翼作品中出了个尖子”[ 43 ]。文学内容的变

化必然引起文学形式的变化。在表现形式上，由于题材

的开拓和主题的深化，“能够容纳较为广阔的社会历史

内容的小说，特别是中长篇小说成为最有成就的文学样

式”[4 ] ( P209 － 211 )。30年代，以茅盾的《子夜》、老舍的《骆驼祥

子》、巴金的《家》为代表的长篇小说成为文坛重要的收

获。总之，30年代左翼文化对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影响是

显而易见的，这一影响甚至经由 40 年代毛泽东延安“讲

话”的发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建立后的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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